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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類學需要博物館？還是博物館需要人類學？ 

 

美國人類學家 A. L. Krober 曾有這樣一句的名言：「人類學家就是有博物館

的社會科學家」。並非心存不敬，但我有時總忍不住把這句話用漫畫的方式加以

想像：人類學家作為一隻帶殼的蝸牛，成天揹著他的「老家」—博物館—四處爬

行，雖覺得其他沒有「殼」的同類們—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等—長的

活像「軟體動物」，但自己也越來越迷糊當初為何要弄一個「殼」來自找麻煩。 

在人類學的知識系譜裡，「博物館」被歸類為學科的「機構上的故鄉」

(institutional homeland) (Stocking 1985)。既有「故鄉」就表示已「身在他鄉」。目

前最常見人類學家的群聚棲息之所，已不再是那種叫做「博物館」的地方，而是

一種被稱為是「大學」的機構。人類學家們從「博物館的故鄉」移居到「大學的

他鄉」雖已有年矣，然心繫故鄉的人類學家們總也不忘在新居處蓋上一間博物館

以示「不忘本」。的確，人類學家可稱的上是一群善於「認祖歸宗」的族類，但

不論他們本性如何念舊追遠終也無法阻止自己的事業和故鄉的祖業漸行漸遠。 

根據這個族類裡幾位望重耆老的回顧（Stocking 1985; Miller 1987; Clifford 

1989; Ames 1992），人類學家開始立足於博物館可溯至十九世紀這個學科剛萌芽

的時期，當時，他們和一群關心自然、生命物種與地球歷史的專家們共事在一種

稱為「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的大型機構中。雖然領域有別，

但人類學家堅信他們和其他同僚間在更高的層次上仍共享著一種共通的關懷：大

自然是有秩序的，而這個秩序，透過嚴謹的方法，是可以被瞭解並闡明的。人類

非但不能自外於自然的秩序，同時更是其中的一份子。於是，就像動、植物學者

透過動植物標本的採集與紀錄、分類與排比以參悟生命演化的奧秘，地質學者透

過岩礦標本的採集與分析以推斷地球生成的過程，人類學家亦汲汲於不同人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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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物質標本的蒐集以重建人類文化演化的歷程。那是一個對未來充滿信心的年

代，十九世紀自然史博物館的學風，可謂既樂觀亦進取，他們的目標遠大，心中

雄心勃勃，眼前的成就雖微不足道，但不影響對未來的積極樂觀，深信假以時日，

自然的秘密就可以揭露在博物館的收藏間。 

然而，好景不長，大約在 1920 年代，有一群自稱為「功能學派」的人類學

家，受到人類學家馬凌諾夫斯基(B. Malinowski)的啟發與感召，開始把關懷從博

物館裡具體的「物」（或「標本」）轉變為抽象的社會組織與制度的功能。當這個

轉變逐漸由部分人的主張擴大為席捲整個族類的「革命」時，人類學家已紛紛自

博物館中出走而立足於大學或研究機構中，而田野工作也取代博物館中收藏的標

本成為人類學資料的主要來源。到了二十世紀後半，除了考古學與德奧的民俗學

傳統外，英美主流的社會文化人類學和博物館間已產生嚴重的隔閡。以標本為主

的研究與標本的採集變成邊緣性、次要性甚至過時的關懷，咸認已不太可能對「進

階」的人類學理論產生貢獻，但卻可以對一般大眾提供普及的人類學常識。有的

人類學家甚至更斷言人類學在博物館的未來已形同「死鴨子」(dead duck)。事到

如今，即使連對博物館最「死忠」的人類學家也都難免不自問：人類學還需要博

物館嗎？ 

當人類學與博物館日漸疏離的同時，博物館本身也歷經重大的「質變」。十

九世紀形如巨獸般的自然史博物館，經過世紀的轉換，雖仍不減其龐大的體制，

但其宗旨與使命卻面臨挑戰。首先是其作為研究中心的功能逐漸為公眾服務的需

求所超越。研究，特別是標本的研究，固然依舊是博物館研究人員的使命，但服

務於公眾的責任往往凌駕於象牙塔的研究之上，同時更經常造成責任上的衝突。

博物館的研究人員逐漸發現，他們日常所必須面對、溝通並共事的，已越來越少

是來自於同行的學者，而越來越多是來自其他領域（如展示與教育）的專業人員、

不同教育程度的民眾，形形色色的廠商包商，還有為數甚夥的行政官僚。周旋於

這群人之間，研究者開始學會把研究成果「視覺化」，專業觀念「口語化」，同行

學者「廠商化」，以及將研究計畫「採購法化」。博物館變成一種獨特的知識生產

機制與轉包中心，其中固然需要學術研究的創意與博識、但也需要妥協折衝的軟

度、與宣傳誇飾的巧智。對於專業的人類學家而言，這是一個過於複雜而太過分

心的研究環境，經過博物館包裝轉化的人類學知識還稱為人類學嗎？更進一步來

說，博物館還需要人類學嗎？ 

其次，博物館舊的宗旨與功能面臨改變，導致博物館內知識生產的生態產

生變化，人類學專業在博物館中的地位也備受挑戰。人類學傳統對物質文化研究

的重要性逐漸在博物館中被藏品保存維護的科學所取代；人類學系的畢業生在專

業上無法與專精於藏品經營管理的博物館學畢業生，或專精於藏品保存維護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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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人員競爭；人類學理論日趨抽象化使得博物館展示推廣變得困難；人類學者對

當代文化事務的退縮；強調多元族群的發聲使得博物館人類學觀點的呈現搖擺不

定，缺乏自信；博物館的人類學人口急遽減縮。在這波退卻(setback)中，也不乏

有人言，「博物館的人類學研究可休矣！」。要做研究，委給大學與研究院即可，

博物館只要展覽與推廣人員，根本不需要養人類學家。種種跡象顯示專業人類學

在博物館中漸漸被視為是非必要而且是可被取代的專業。也許該是時候重新檢討

人類學與博物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伙伴關係了。 

 

二、人類學作為有博物館的社會科學？還是有人類學精神的博物館學？ 

 

博物館與人類學知識與學術社群之間缺乏互動其來已久矣，這現象不只讓

博物館的人類學者感到困窘，同時也令身處學院的人類學家感到尷尬。究竟人類

學該繼續作為一個有博物館的社會科學呢？還是乾脆當成一個有人類學精神的

博物館學？這課題似乎已到了該被嚴肅思考的時候了。 

人類學作為一個「有博物館的社會科學」已將近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了。

在十九世紀的自然史博物館系統下，博物館的民族學收藏主要是架構在當時二大

主要的人類學理論：「演化論」及「傳播論」之下—不是被當作某個社會處於某

個演化階段的證據，就是被視為是某種技術在歷史上被傳播的證據。進入二十世

紀，雖然大體揚棄了十九世紀僵化的演化及傳播的觀點，但人類學博物館的收藏，

特別是其展示，仍強烈反映著人類學理論上的關懷。許多人類學博物館的陳列方

式與人類學理論間應有所互動，並互為表裡的信念。例如，二十世紀廣為人類學

博物館所慣用的「重建式展式」(reconstructive style)，或是採用 (1)文化區模式：

將同屬一個文化區域的所有類別文物並置，呈現各地區和各民族的文化的整體性，

同時亦可看出文化和地理環境的關係。不然就是(2)情境式模式，以生態造景等

技術重建文物使用的情境。前者直接反映人類學的「文化區」理論，後者則以模

型與造景技術貫徹人類學理論對「文化脈絡」的強調。無怪乎戲劇學者

Kirshenblatt-Gimblett （1998）就指出，一個關於「民族誌物件」的展覽，也就

是在展示那個創造物件的學科知識。人類學展示是一個關於人類學博物館如何展

演它所創造知識的「物件戲劇」。 

另一種看待人類學與博物館關係的取向，在近年來也逐漸興起。不視博物

館為忠實反映人類學理論的「鏡子」，而是將博物館本身「問題化」，視為是人類

學理論的一個需要解釋與處理的現象與對象。也就是說，把博物館看做是一種獨

特的文化建構，以及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社會產物。例如，人類學者 S.Macdonald 

(1996)就認為博物館雖面臨各種挑戰與質疑，但另一方面，全球各地博物館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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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史無前例的速率在增加，博物館發展出的展示技術已蔓延至文化各層面成為

一種「展示叢結」（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Bennet 1995)。這說明了博物館在

今日不只沒有退燒，反而各種文化層面正逐漸「博物館化」。此現象適足以作為

人類學知識關懷當代文化的一個「戰略據點」。 

博物館不只逐漸成為一種當代的「文化現象」，同時它也可以成為一面足以

讓學科攬鏡自省的鏡子。因為它在歷史上與社會文化科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不只是博物館曾經是這些學科的根據地及發言場所，社會科學，特別是人類學理

論更透過博物館的展示而對外宣揚。在展示中，社會達爾文主義或結構功能論不

只被提到，同時更經由對物件的組織而具體地體現為一個個帶著序列性、具體的、

有秩序而無衝突、無時限的文化。不僅如此，種族差異、階級區分也能 encode

在展示中。因此，博物館（展示）不只能夠包蘊著理論觀念，同時它也是使這些

抽象觀念成形的「視覺技術」（visualizing technology）的一部份。 

另一方面，和人類學一樣，博物館也是現代性（modernity）的產物，而其

發展也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息息相關。與人類學並肩齊步，博物館的「分類技

術」在歷史上對現代主義與國族主義對秩序與劃定疆域的追求扮演了關鍵性的角

色。更重要的是，博物館、人類學也攜手建構了 Richard Handler(1984: 14)所說的

「文化物化」（cultural objectification）：把文化或社會建構成「一個東西」，一個

可凝視、可學習、可追求的「東西」，把文化「物質化」。因此，它們不只展示世

界，同時架構出一種我們觀看與理解世界的方式：看世界就像看一個展覽。 

更進一步來說，博物館、人類學共同攜手建構了現代性與民族國家，它們

也都蒙受現代主義缺失的詬病，同時也面臨如何在當代社會呈現的問題。和人類

學一樣，博物館近年也遭受來自圈內圈外廣泛的批評，從其科學的基礎、與殖民

主義曖昧的關係、到排除他者發聲的獨斷等，但也經歷了各種實驗性的呈現。就

像人類學民族誌一樣，博物館的展覽也嘗試去呈現多元觀點、包容過去無由發聲

或被忽略的聲音、自省地去承認曖昧不明、不確定、主觀、矛盾、突變的存在。

另外，博物館和人類學一樣，也面臨類似的壓力與機會，如新科技、多元社會、

證明其 use-value 等。因此，博物館可提供一個平行的脈絡以理解人類學與社會

學科面臨的挑戰，它是一面足以讓學科攬鏡自省的鏡子（但有時不免扭曲）。 

 

三、人類學標本收藏是光榮的傳統？還是恥辱的過去？ 

 

人類學的知識曾經一度建構在器物—特別是博物館收藏之器物—的研究基

礎之上，誠如 Stocking (1985: 114)所說的，那是一個「知識本身被視為是蘊含在

器物中」的時代。曾幾何時，人類學物質文化的研究傳統衰落又興起，曾經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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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知識靈感來源的博物館標本，也在一度淪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知

識雞肋」後，逐漸又受到人類學的青睬，只是這時投注眼光不再是人類學家（對

其他民族）所慣有的「同情與理解」，而是人類學性格中「反省與批判」的一面。

人類學標本與標本蒐集在成就學科「光榮的傳統」之後，是否將成為學門「恥辱

的過去」？ 

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在十九世紀人類學理論中曾扮演核心的角色。「物」

在此被視為是創造它的人群的一個象徵。在攝影發明之前，收自異地的物件成為

呈現異國人民主要的方式。藉由選取物件，與組織物件(陳列)的方式，可呈現出

異文化的野蠻原始或純真浪漫。同時，這種由排列物件呈現人群的方式(特別是

在博物館中)更反映出當時的理論模式：強調縱向時空發展(從簡單到複雜)者為進

化論，而強調橫向發展者為傳播論（Miller 1983）。 

伴隨著理論上對物質文化的重視，人類學，繼生物學、地質學後，成為一

門仰賴「採集標本」的學科。早期的人類學家非但不曾質疑標本採集的正當性，

反而在一種兼具科學研究與搶救文化的使命感下義無反顧的在世界各地部落社

會展開大規模的人類學標本蒐集。在蒐集的過程中，器物不以其美觀與否作為蒐

藏的標準，而是以其代表性。例如，在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所編著的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第 4 版中就強調收藏器物不要受「耀眼器物」的誘惑，

而應收「平常、一般性」的器物。同時，雖然器物以其代表性而蒐藏，但被蒐藏

的器物被視為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科學標本（self-sufficient scientific specimens），

因此，即使歷史上曾收入大量的人類學標本，但卻很少紀錄下蒐藏的過程與蒐藏

時的社會文化背景（O’Hanlon 2000）。究竟在這個時期人類學蒐集的多少標本？

現在已很難估算，但 Sturtevant 在 1969 年曾經做過一個粗估，他估計在當時世

界各地博物館中的人類學收藏約有 4 百 50 萬件。這個數字雖然在當時（1969 年）

已是低估，但至少概略形容人類學收藏數量之龐大。 

Sturtevant 在 1969 年對世界各地博物館中的人類學收藏數量進行統計時，

同時也提到，雖然世界各地博物館中人類學收藏數量龐大，但是卻有將近 90%

的博物館人類學收藏是未經研究的。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主因，就是人類學在二

十世紀 20 年代以後理論興趣的轉向（如前所述）。一時之間，過去被視為是重要

學術資料的人類學標本，反成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學術雞肋。人類學與

博物館的標本蒐集雖持續進行，但標本作為人類學知識焦點的時代已過去，除了

考古學因其資料的性質，仍持續維持對物質文化的關注外，在社會文化人類學的

領域內，以標本為主的研究已被是為是「過時」，難以與人類學理論產生建設性

的關係。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降，人類學又重新對博物館收藏的物件燃起興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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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方面是基於對其學科過去歷史的重新反省與檢討，另一方面則是人類學對

西方制度（如博物館）與呈現議題，特別是權力與平等相關問題的理論興趣。但

是在此一重新燃起的興趣中，人類學收藏卻主要被定調為污名恥辱（Obloquy）

的代表，博物館的人類學收藏被視為是殖民者最後的俘虜，而其綁架者就是田野

收藏（O’Hanlon 2000）。人類學的標本蒐集至此被置放在一個更寬廣的歷史背景

下，與當時型塑歷史的主要力量，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等觀並視。人類學，特別

是博物館的物質標本不只是人類學理論的反映，同時也和人類學一樣刻深而多面

地捲入殖民的過程中，或強化（或「物化」）殖民政府對族群的分類架構，或藉

著對族群「差異性」的強調以建構或鞏固殖民與被殖民者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物件與族群/文化的認同關係把人類學標本與蒐藏帶入一個後現代的文化議

題中。1989 年，人類學史家 J. Clifford 在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 (Clifford 1989)就

藉著檢討歷史上西方對於異國物件的收藏行為，強調把人類學，特別是人類學博

物館的標本蒐藏與展示視為是西方定義自我，建構自我認同的策略。自此，博物

館人類學蒐藏就逐漸以一種負面的形象，以「被扣押的文化資產」(an sequestered 

cultural property)，以及「被監禁的原住民認同之源」(incarcerated source of 

indigenous identity) （O’Hanlon 2000）的角色經受後現代學派的檢討與質疑。 

或許，把歷史上人類學標本的蒐藏單純地化約為對部落民族的「強取豪奪」

或「文化剝削」並不公允。二者（人類學與博物館）與殖民主義間的關係也絕非

短短「幫兇」二字就能夠道盡。在研究與被研究者，蒐集與被蒐集者，甚至殖民

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互動過程更絕非單向的剝削與挪用所能形容。有些時候，蒐藏

的過程引發文化的變遷，有時也涉入 local agency 之作用，雙方更互為挪用彼此

的物質文化為己用（如 Thomas 1991）。但是，這些都不足以 justify 人類學的標

本收藏在倫理上的正當性。人類學標本與標本蒐集在成就學科「光榮的傳統」之

後，幾已確定無法再維繫它過去的榮譽。 

 

四、建立人類學與博物館的新伙伴關係 

 

人類學知識在現代博物館中究竟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二者之間該形成什

麼樣的伙伴關係？在十九世紀的自然史博物館傳統下，上述的問題似乎並沒有太

大的疑義，或許根本都稱不上是個問題。在那個被稱為「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

裡，人類學知識與博物館實踐不僅緊密互動，同時經常互為表裡。當然，這並不

表示當時二者之間並沒有矛盾與對立之處，只是當時的矛盾與對立多半侷限於學

科知識內不同理論觀點間的爭議，例如爭論標本應該用演化的角度或是文化區的

概念予以理解、分類，並付諸展示，對於二者間關係的本質卻很少予以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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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世紀，至少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以後，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今

日，所有關於博物館與人類學知識間重大的議題，都可說是源自於並圍繞在對二

者間關係本質的挑戰與質疑。誠如本文首段標題所問，「究竟人類學需要博物館？

還是博物館需要人類學？」這個問題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已不只一次，以不同的方

式，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脈絡下，被提出。強硬者或把博物館視為人類學知

識演化上的「盲腸」，為了學科的健康最好予以摘除。中間派則把博物館當成人

類學知識上的「雞肋」，食之無味，但棄之不免可惜。當然其中也不乏有心人嘗

試去重新架構二者間的關係。或把博物館本身「問題化」與「現象化」，當成人

類學知識該欲處理的對象，而非人類學知識的「傳聲筒」。尤而甚者，更將人類

學知識與博物館實踐「共犯化」，嘗試去揭露二者如何互為表裡地（或者，狼狽

為奸地）為歷史上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粉飾背書。或許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某種新

伙伴關係的浮現，但是前者不免消融人類學知識於博物館學，後者更淪二者於道

德上的地獄。這是我們想要的新伙伴關係嗎？ 

一種更積極而健康的關係是否可能？許多人曾提出把博物館當作人類學知

識之社會實踐的主要據點，藉由博物館的展示、蒐藏研究與教育機制以達到回饋

被研究民族的目的。的確，人類學知識裡強調對異文化應予尊重並予以同情地理

解的態度確使人類學比其他學科更具備作為異文化代言者的角色，而博物館的公

開性與展示技術也讓它成為一個表達呈現文化異同與社會議題有力的管道。但是，

我們也不該忘了人類學知識裡固然有同情理解的一面，但也有其強橫霸道的一面，

同樣的，人類學博物館的異文化展示與蒐藏更從來不是毫無爭議的，而且經常就

如人類學家 Ames(1992)所說：「當我們試圖使他者在我們眼中變得較不陌生，反

而使得他們在自己的眼中變得陌生起來」(when we attempt to make others less 

strange to us, we make those others strangers to themselves)。已有太多的研究指出，

文化展示，特別是異文化的展示，從來就不是而且實質上也不太可能是價值中立

的，不論它是包裝於人類學的架構下，或是美學的意義中。一些作者甚至從根本

上就懷疑博物館的文化展示能否忠實地呈現被展示民族的觀點（如Clifford 1989）。

把人類學與博物館的新伙伴關係建構在這一種本身就備受質疑的機制上是否合

宜呢？ 

或許，該重新建立伙伴關係的不在於人類學與博物館間，而應在於人類學、

博物館、與那些經常被人類學與博物館所描述、解釋與呈現的民族之間。換句話

說，是三角而非雙邊的伙伴關係。讓描述、解釋與呈現的權力從人類學與博物館

延伸到過去受研究民族與文化間。藉著正視而非忽略過去的歷史、開放而非獨斷

的進行展示與詮釋、謙遜而非倨傲地面對觀點上的對立，讓博物館與人類學對藏

品的「一言堂」轉變為足以容忍眾聲喧嘩的「競爭的場域」。或許如此可讓一個



8 

 

多世紀以來「貌合神離」的博物館與人類學重拾過去的關係。 

 

五、建構三角的夥伴關係：地方原住民文化館、人類學博物館與原住民社區 

進入了 21 世紀，此一對人類學知識與收藏的歷史角色的反省，也將一個在

過去長期隱身幕後且無聲主體—即那些經常被人類學與博物館所描述、解釋與呈

現的民族本身—帶入了前台。博物館界、學界不僅檢討過去原住民物質文化收藏

與文化展示裡「他者想像」的侷限與片面（李子寧，2005），同時也積極構思如

何將過去缺席的原住民納於博物館物件的詮釋描述，以及展示的過程中。 

另一方面，21 世紀初，在當時省政府的經費支持下，臺灣各地原鄉紛紛設

立「地方原住民文化館」，而且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了二十多

座，即以世界其他地區民族類的社區博物館的趨勢來看，臺灣在這時期的「地方

原住民文化館成立熱潮」也是相當獨特而罕見的現象。 

但是，到了 2007 年，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營運卻出現了一些狀況，部分

館舍甚至被媒體冠為「蚊子館」，因此成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活化閒置公

共設施專案小組」所列管改善的對象。當時，行政院原民會為協助各地方原住民

文化館解除「列管」，乃推出「地方原住民族文化館活化計畫」，委請專業輔導團

隊協助各館進行軟硬體的改善。2008 年，當時主持輔導團隊的李莎莉執行長，

提出「大館帶小館」的構想，邀集國內較具規模的博物館，與一間或多間地方原

住民文化館進行館際的合作計畫，希望透過這些「大館」的資源與經驗，協助各

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改善運作。 

當初多少因時制宜而推動的「大館帶小館」計畫，最後並未因各地原住民

文化館陸續地解除列管而停止，反而逐漸成長並發展成各種獨特的「大館帶小館

合作模式」而一直延續下來。時至 2014 年，此計畫已進行 8 年。這 8 年中，國

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始終是這個計劃的一份子，但是和各地方原住

民文化館和作的方式卻經歷了相當的轉變。 

(1)『巡迴特展』系列 

 

歷數8年來臺博館與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合作，大致可歸類為三種方式：

(1) 『巡迴特展』系列，(2)「博物館專業培練」系列，與(3)合作策展(「文物回

鄉」特展)系列。只是這三類模式並不是同時發展，而是有先後發展之順序。首

先是『巡迴特展』。「大館帶小館」計畫最初規畫是以各「大館」推出特定的特展

並巡迴至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為主要做法。因此，在 2007 年，包括臺博館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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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大館」，如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等，紛紛策畫或將現有展覽製作為「巡迴特展」而輪

流巡迴至各地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以充實各館的展示內容。 

在臺博館方面，自 2008 年起陸續推出「原飾之美－國立臺灣博物館藏飾品

巡迴展」、「天旋地轉-認識臺灣天然災害巡迴展」、「冰原巨獸-長毛象巡迴展」、「原

住民與貝殼的故事特展」、「與鯊共舞-鯊魚生態巡迴展」等 5 檔個展覽，至 2011

年中止此類展覽為止，3 年間共巡迴了 14 所地方原住民文化館。 

『巡迴特展』的舉辦標誌著臺博館「大館帶小館合作模式」的第一個階段

特色，雖然因此為各合作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展覽添色不少，但在過程中也逐漸

暴露出這種合作模式的不足。特別是對於期待透過展覽共作(合作)而培育地方原

住民文化館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方面，大館『巡迴特展』帶來的效益其實相當有

限。一檔檔已「客製化」的展覽如「過客」般利用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空間展出，

從策展、展示製作，到實際的佈撤展概由「大館」的專業人員包辦，地方「小館」

人員的角色最後可能只剩下安排場地、舉辦開幕。在熱鬧的表象下合作的實質意

義卻鮮能充分體現。 

(2)「博物館專業訓練」系列 

 

初期未能透過「大館帶小館」的展示合作而提升地方原住民文化館人員博

物館專業素養的缺憾也逐漸為歷屆的活化計畫的輔導團隊所體認。因此，自 2010

年起「大館帶小館」計畫又增添了系統性培訓地方原民館館員博物館專業知識的

「博物館專業訓練」系列：利用「大館」的設施與人力，每年固定舉辦地方原民

館館員的研習營。培訓的對象則聚焦於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負責實際營運的「駐

館策展規劃員」與承辦人員，其主題則多集中於博物館文物典藏維護、策展規劃、

營運管理、與行銷文創的實務。在臺博館方面，自 2010 年起，也幾乎全程參與

相關研習營的規劃與執行，更有相當多次直接就在臺博館舉行，如「策展入林研

習營」、「文化園丁研習營」、「文物急救站研習營」、「原民生力軍文物館專業訓練

營」等專業訓練。 

「博物館專業訓練」系列利用「大館」現有的設施、人力與經驗培訓各地方

原住民文化館員的博物館實務經驗，固然使一向較為缺乏資源的各地方原住民文

化館員得以親炙專業博物館的實作經驗而有所受益，然而這種作法對也並非完全

正面，其中一項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適用於大型博物館的專業性操作是否適用於

地方性的小型博物館？各「大館」的博物館專業實務其實相當程度必須同時仰賴

相對昂貴的硬體設施，如維持環境的機具，與分工精細的人力，而這兩項條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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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與人力)卻又是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最為缺乏的資源。所以，各地方原住民文

化館員到「大館」現地實作培訓的結果，回到自己的館中可能面臨完全無法實現

的窘境，甚至可能反而成為妨礙各館進一步提升水準的心理動機：既然不可能有

「大館」的專業設施，又怎能做到如「大館」的專業水準？ 

(3) 合作策展 

「大館帶小館」的合作模式如何能達到實質有益，同時也彼此互利？這個

理想也是經過數年的「磨合」後才逐漸形成較明確的方向。同時由於參與館舍本

身不同的客觀條件，最後「磨合」出來的也呈現不同的特色。在臺博館方面，2009

年至 2013 年間，分別與 3 間個地方原住民文物館合作，推出 5 檔以「文物返鄉」

為主題的合作型特展，如下表： 

表 1：臺博館 2009 年至 2013 年的「文物返鄉」特展 

展覽名稱 合作展出的原民館 展期 

「百年來的等待：奇美文物回

奇美」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

民文物館 
2009/8/1-2010/7/19 

「當奇美遇見臺博」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

民文物館 
2010/10/26-2011/3/13 

「驚見泰雅文物—重現在大

同」特展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

館 
2010/10/26-2011/3/13 

「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獅

子鄉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

館 
2012/11/16-2013/07/05 

「vuvu 的衣飾情－國立臺灣

博物館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

館 
2013/11/01-2014/04/26 

雖然各有其獨特的合作過程與互動模式（參見：李子寧，2011；吳明季，

2011；吳佰祿，2011；呂孟璠，2011；陳鈺茹，2012），這五檔「文物返鄉」特

展仍共享一些共同的特色：（1）都以臺博館藏的原住民文物歸返其「源出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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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community）為主題，（2）都以臺博館與一座原住民地方性文物館（有

時稱為「大館帶小館」）合作的方式進行策展，（3）合作策展的（分工）模式皆

依循：由部落族人（至臺博館庫房）進行展品選件，並由部落（或地方原民館）

進行展品的詮釋與展示內容的規劃，而臺博館則負責展示設計製作、展品的保護

運輸，以及文物佈展的方式而展開。 

除了臺博館以「文物返鄉」為焦點的合作策展，2008 年起國立臺灣史前博

物館亦發展出一種以專人駐點輔導地方原住民文物館策展的模式。如果說臺博館

合作策展的重點在於「文物」， 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合作策展的重點則在於「人」

（的合作）。臺博館的模式可稱為「文物返鄉特展」，而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發展

的合作模式則不妨稱為「駐點輔導型特展」。二者的特色與對照如下表： 

 

表 2：大館帶小館的兩種合作模式 

文物返鄉型：國立臺灣博物館 駐點輔導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特色： 

突顯「物」的角色：文物歷史悠久，

具特別代表性 

由部落族人親身入庫房選件並進行

文物詮釋 

文物原件回鄉有號召性 

 

特色： 

突顯「人」的經驗：具地利之便、計畫  性

長期深耕部落 

長期進駐部落推動部落進行特展規劃 

能常駐部落進行經驗傳遞 

代表作： 

2009 年：「百年的期待：奇美文物回

奇美」特展(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2010 年：「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

大 同」特展（大同泰雅生活館） 

2010 年：「當奇美遇到臺博」特展(奇

美原住民文物館) 

2012 年：「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

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屏東縣獅子

鄉文物陳列館) 

2013 年：「vuvu 的衣飾情－國立臺灣

博物館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獅

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屏東縣獅子

代表作： 

2008 年：「Taupas.日本軍—布農南洋軍夫

回憶錄」(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2008 年：「遺忘的重組：悲壯的七腳川之

戰」特展(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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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文物陳列館) 

 

從上表可以看出，這兩種「合作策展」模式，不僅隱含兩間人類學博物館

的特色，更反映出不同博物館對資源的策略運用，臺博館收藏歷史悠久，其文物

對地方具有一種代表「傳統」的號召力(或魅力)，而收藏歷史較晚近但位居臺東

市的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文物雖不如臺博館所具有的「傳統魅力」，卻擁有地

處臺北都會區臺博館所不具備的「地利之便」，因此，發展專人長期駐點(於地方

原住民文物館)輔導便成為其特色。 

另一方面，不僅大型博物館各自利用特色發展合適的合作模式，地方原住

民文物館與地方社區在各次合作過程中亦發展出不同的運作方式。以臺博館推行

的歷次「文物返鄉特展」為例，在不同的合作過程中，可觀察到也出現了兩種合

作模式，其特色摘要如下表： 

表 3：兩種文物返鄉特展的運作模式 

花蓮瑞穗奇美文物館 宜蘭大同泰雅生活館 

特色： 

• 由下而上：部落策動 

• 有意識地以展覽（文物）作為

凝聚部落的手段 

• 造成和政府機構（鄉公所）間

關係緊張 

 

特色： 

• 由上而下：鄉公所策動 

• 考驗鄉公所和各部落的互動關係 

• 面臨不同部落既合作也競爭的局

面 

• 造成詮釋焦點不易集中 

 

代表作： 

2009 年：「百年的期待：奇美文物回

奇美」特展(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2010 年：「當奇美遇到臺博」特展(奇

美原住民文物館) 

代表作： 

2010 年：「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 同」

特展（大同泰雅生活館）) 

 

 

雖然各次「文物返鄉特展」的合作過程、互動方式與成果效應不盡相同，

臺博館「文物返鄉特展」的合作模式正面的意義在於：臺博館得以跳脫出過去單

面向的（文化）呈現與「一言堂」式的（文物）詮釋，而營造出一個由國家博物

館、地方博物館與地方社群得以互動的場域，在其中參與的各方能以相對平等的

方式進行實質與象徵的互動、合作、交換、甚至競爭，不論其最後結果如何，這

種（互動）過程本身已是意義豐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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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說，得益於互動過程的或許不只參與的社群及機構，文物本身也

可能因之而「受益良多」。一方面，臺博館許多入藏多年，已經「博物館化」的

原住民藏品得以藉此契機重新「回鄉充電」。例如，在花蓮奇美族人的「協助鑑

識」下，一件原登錄為鄒族的帽子被更正為阿美族奇美部落年齡階級的禮帽。而

在 2012 至 13 年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館合作策展過程中，一些來自日治時期臺灣

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的文物，不只重新現身在原物所有人的

後代眼前，更以他們（文物後人）獨特的視角化為展示的詮釋。 

從博物館內「知識的標本」轉為後人眼中的「先人的遺澤」，這個轉變過程

不只戲劇化，同時也意義深刻。當然，在實證的意義上，文物（藏品、標本）本

身並沒有改變，它們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展出。但是，或許在觀者主觀的意識上，

這些（返鄉的）文物確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它們從博物館庫房中嚴謹的「民族

誌藏品」轉化為如血濃的「文化資產」。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博物館收藏物

與當代原住民社會的互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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